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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考察了

人口性别比失衡对适婚年龄人口结婚率和精神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性

别比上升导致适婚年龄人口结婚概率显著下降,受影响最大的是男性和农村人

口;由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结婚概率下降显著增加了未婚人口出现抑郁情绪

的概率;未婚对人口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大龄未婚人口、低收入人口

与农村人口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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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婚姻被视为人类社会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对于个体的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日益严重,
截至2010年,性别比例已经超过了1.18,明显高于自然比例1.05(Hesketh

 

and
 

Xing,

2006)。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转化成了适婚年龄人口性

别比的不平衡问题,中国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数量与未婚女性数量之间的差距从1982年

的931.92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1430万人(参见表1)。这导致男性面临着日益加剧的

“婚姻挤压”,结婚年龄明显推迟,大龄未婚男性的数量因此而大幅上升(Yao,2016;王临风

等,2018)。

表1 全国人口普查中未婚男性和女性的人数/万人

年龄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30~49岁 784.34 39.75 872.27 50.11 985.92 124.37 1342.60 402.30

50岁及以上 207.21 19.88 298.23 21.44 428.43 22.65 543.40 54.30

  资料来源: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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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未婚男性,特别是大量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负面影

响,其中之一是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随着寻找配偶竞争的加剧,男性更容易表现

出社会犯罪倾向(Edlund
 

et
 

al.,2013;Maume
 

et
 

al.,2005)。他们不仅可能从事拐卖妇

女、买卖婚姻等违法活动(姜全保和李波,2011;汪静和何威,2020),还可能参与商业性交

易和男男性行为,从而增加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风险,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刘慧君

和李树茁,2011;Merli
 

and
 

Hertog,2010;杨雪燕等,2013a;杨雪燕等,2013b)。更为严重

的是,这可能引发男性的社会不满情绪,导致他们实施反社会行为,危害社会的和谐与稳

定(Hesketh
 

and
 

Xing,2006;刘中一,2005)。此外,这一现象也对男性个人及其家庭产生

了负面影响。为了提高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男性及其家庭成员可能会主动提高劳动参

与率,并且愿意从事高风险和不合规的工作(Angrist,2002;王临风等,2018;Wei
 

and
 

Zhang,2011)。这不仅对个体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还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的紧张和不和

谐关系。另外,受到寻找配偶的压力以及缺乏婚姻伴侣的陪伴,大龄未婚男性的健康风险

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果臻等,2018;李艳等,2009;Lillard
 

and
 

Waite,1995;Pandey,

2008)。然而,目前围绕婚姻状况与人口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一些

研究认为已婚人口因获得了更多的生活照料与陪伴,相较于未婚人口在身心两方面都更

健康(Berkson,1962;Palner
 

and
 

Mittelmark,2002),但也有研究认为已婚人口承担了更多

的婚姻压力,可能更容易表现出较差的健康状况(Chung
 

and
 

Kim,2015;Williams,2003)。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考察性别比失衡对适婚年龄人口婚姻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适婚年龄人口婚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调查数据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首先

考察了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性别比失衡对适婚年龄人口

结婚概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人口性别比每上升0.1个单位,即每10名女性

对应的男性数量增加1人,适婚年龄人口结婚概率会显著下降1.8%。分样本结果显示,
男性和农村人口是受婚姻挤压最严重的群体。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计了适婚年龄

人口的婚姻状况对其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在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未婚人口相较

于已婚人口表现出了更差的精神健康水平,前者出现抑郁情绪的概率上升了约1.48倍。
在自评健康方面,已婚人口与未婚人口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异质性分析显示,未婚对

人口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大龄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群体中,该效应在农村大龄

未婚人口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表明,性别比失衡主要增加了男性和农村人口

的结婚难度。在此背景下,未婚状态会导致大龄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陷入更糟糕的精神状态,
特别是农村大龄未婚人口面临着更高的精神健康风险。这些发现有助于本文理解大龄未婚

人口可能面临的心理健康风险,并为采取政策和干预措施以缓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学术参考。
有两支文献与本文的研究问题密切相关,首先是讨论性别比失衡与人口婚姻之间关

系的研究。目前,在谈及各国性别比失衡现象时,数据通常表现为男性数量相较于女性数

量存在过剩,且该现象在东亚、南亚国家尤为突出。国内外学者针对该现象对人口婚姻的

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男性面临更大的择偶

难度,其初婚年龄显著上升,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上升。Angrist(2002)发现美国

婚姻市场上的人口性别比失衡显著增加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女性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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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到高质量男性配偶;Anukriti(2013)发现印度人口性别比扩大导致了男性初婚年龄显

著上升和女性初婚年龄显著下降,且更多男性对于能够成功结婚持悲观预期。基于中国

数据进行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Yao(2016)和王临风等(2018)发现,人口性别比失衡

显著降低了人口结婚的概率,显著推迟了人口特别是男性的初婚年龄;同时,女性更容易

匹配到优于自己的配偶,在婚姻市场及家庭中拥有了更高的谈判能力。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另一支文献探讨了婚姻状况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一领

域已有广泛的研究,但严谨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不足。一部分研究发现结婚对个体身心

健康有正面的影响。Lillard
 

and
 

Waite(1995)和Palner
 

and
 

Mittelmark(2002)利用调研数

据发现,已婚人口相对于单身人口拥有更多的生活照料,因此其死亡率和发病率显著更

低。已婚人口还因获得更多陪伴而经历较少的心理痛苦,表现出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由婚姻而带来的健康正面效应更多发生在男性群体中(Hu

 

and
 

Goldman,1990;Keith,2004),长期保持单身的大龄未婚男性因此更容易陷入较差的健康

状态(李艳等,2009)。另一部分文献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婚姻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

影响。Williams(2003)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已婚人口由于婚姻压力和婚姻不满而表

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类似地,Chung
 

and
 

Kim(2015)基于亚洲社会调查数据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女性群体中,部分文献发现大龄已婚女

性的健康状况远不如同龄单身女性(Grundy,2011;Michael
 

et
 

al.,2001),这可能与已婚女

性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有关。
现有文献虽然从多个角度考察了婚姻状况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关系,但研究大多针对

中国以外的国家,且大部分研究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仅进行了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未
能提供清晰的实证经验证据。并且,大多数围绕婚姻状况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没有

具体区分未婚原因。源于婚姻市场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未婚和由于婚姻挤压以外的因素所

导致的未婚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机制。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使用微观调查数据,从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出发,首先从经

验上检验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再进一步分析人口婚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
本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立足于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情,基于本土微

观调查数据,为考察婚姻状况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于国情的实证证据,弥补了

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其次,本文使用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情况作为婚姻状况的工具变

量,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了人口婚姻状况对健康的影响,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最
后,在中国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大龄未婚人口数量的激增已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为政府

和社会了解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行为表现提供了学术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第三部分分析人口性

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第四部分考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景下,适婚年龄人口婚姻状况对

其健康水平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数据和变量选取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和《中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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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CFPS调查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

康的变迁。CFPS
 

2010年样本涵盖了位于我国25个省、162个市的16000户家庭。CFPS
调查统计了主要受访者的婚姻状况、精神健康情况(抑郁情绪指数)、自评健康情况等信

息,为本文观察人口婚姻状况对其健康水平的影响提供了支持。
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条件,本文选取了2010年CFPS调查数据中25~45岁的样本。

由于中国的法定婚龄为女性20岁、男性22岁,本文关注的适婚年龄下限为25岁;由于45
岁以上人口未婚的比例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本文进一步将关

注的适婚年龄的上限选取为45岁。经过上述处理后,最终分析使用的样本包括7960个家

庭、12400个处于适婚年龄的个体,其中男性受访者5871人,女性受访者6529人。
本文使用的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涵盖了2010年全国各县级单位的人口分布、人

口结构以及家庭居住状况等多项指标。本文基于分年龄段(5年一段)的男性数量和女性

数量计算了各地级市的人口性别比,与CFPS调查数据在地区和年龄组层面进行了匹配。

1.2 变量定义和样本描述

1.2.1 精神健康情况

CFPS调查 统 计 了 个 体 的 精 神 健 康 情 况。本 文 选 取 了 CPFS 调 查 统 计 中 的

“depression”(抑郁情绪指数)变量衡量个体的精神健康,该指数是一个衡量个体抑郁情绪

程度的总体性指标,由调查问卷中抑郁量表的6道题目的结果加总得到(表2)。抑郁情绪

指数越高,代表该个体的精神健康越糟糕。本文比较个体抑郁情绪指数与样本均值的大

小定义了“抑郁情绪”虚拟变量,高于样本均值定义为抑郁情绪明显,低于样本均值定义为

抑郁情绪较轻,分别取值为1和0。

表2 CFPS
 

2010年抑郁量表

题号 问题

Q6
下面有一些对人们精神状态的描述,请根据您最近1个月内的情况选择:

1.几乎每天;2.经常;3.一半时间;4.有一些时候;5.从不

Q601 最近1个月,您感到情绪沮丧、郁闷、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的频率?

Q602 最近1个月,您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

Q603 最近1个月,您感到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

Q604 最近1个月,您感到未来没有希望的频率?

Q605 最近1个月,您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的频率?

Q606 最近1个月,您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频率?

1.2.2 自评健康情况

CFPS调查统计了个体的自评健康情况。本文使用了“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问题衡量个体的自评健康情况。该问题的回答分为五类:“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不
健康”“非常不健康”。本文将五类回答定义为“自评健康”虚拟变量,“健康”“一般”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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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其余三项定义为不健康,分别取值1和0。

1.2.3 婚姻状况

CFPS调查详细地统计了个体的婚姻情况数据。本文选取了“您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

么(修正)”问题衡量个体的婚姻状况。该问题的回答同样分为五类:“未婚”“在婚”“同居”
“离婚”“丧偶”。本文根据回答定义了“是否结婚”变量,“在婚”定义为已结婚,“未婚”“同
居”“离婚”定义为未结婚。特别地,本文关注在婚和未婚两种状态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因
此排除了婚姻状况较为复杂的“丧偶”状态。

1.2.4 人口性别比

本文定义人口性别比为每1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考虑到研究婚姻状况对个体健

康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的内生性问题,例如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本文利用人口性别比

作为工具变量来进行实证估计。我国人口婚姻具有属地性,一些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婚

姻发生在同一城市乃至同一个县之内(Wei
 

and
 

Zhang,2011)。甚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超
过65%的人口的通婚圈在本省同一县市(王丰龙和何深静,2014)。另外,我国的夫妇年龄

差大多数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年龄差在5岁到-5岁之间的

夫妇占所有样本的90%以上,且随着年龄差缩小而比例上升(张川川和陶美娟,2020)。因

此,本文将同一个地级市内的人口划分为一个通婚圈,接着将人口所属的一定年龄段(5岁

年龄段)中的人口性别比近似作为可能影响其婚姻状况的工具变量。

1.2.5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可能会同时影响人口结婚状态和健康情况的变量,包括人口性别、年龄、
户籍性质(农业户籍或非农户籍)、民族、受教育水平、个人总收入(去除5%的尾部数据)、
抽烟习惯、喝酒习惯等变量。在稳健性分析中,为了排除城市层面变量对识别的潜在干

扰,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地区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数(取对数)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市劳动力比重等变量。
表3报告了回归分析所使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样本来看,男性人口样本约占

47%,农村户口样本约占72%,汉族人口样本约占90%,仅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样本约占

43%。另外,人口所在地其年龄段性别比超过1(即适婚男性人口数量相较于适婚女性人

口数量过剩)的样本比例超过了6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在

我国不同地区广泛存在。

表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人层面变量

 精神健康情况:抑郁情绪 12400 0.58 0.49 0 1

 自评健康情况:自评健康 12400 0.9 0.31 0 1

 结婚与否 12314 0.92 0.27 0 1

 性别比 12400 1.04 0.07 0.79 1.33

 年龄 12400 36.36 5.93 2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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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人层面变量

 性别(男=1,女=0) 12400 0.47 0.5 0 1

 户口类型(城市=1,农村=0) 12400 0.28 0.45 0 1

 民族(汉族=1,其他=0) 12400 0.9 0.29 0 1

 教育年限 12400 1.71 1.23 0 4

 个人总收入/元 11782 10025.92 10226.73 0 44000

 最近一个月是否吸烟(是=1,否=0) 12400 0.31 0.46 0 1

 最近一个月是否每周喝酒3次以上(是=1,否=0) 12399 0.16 0.37 0 1

城市层面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加1取对数) 11167 16.42
 

1.19
 

14.26
 

18.96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11167 13.80
 

2.22
 

10.30
 

21.00
 

 地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人,加1取对数) 11167 10.16
 

1.03
 

8.27
 

12.63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市劳动力比重 11106 2.45
 

4.45
 

0.05
 

33.02
 

  注:数据来源于CFPS
 

2010年统计调查数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样本年龄限制于25~45岁;城市层

面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

2 人口性别比失衡与婚姻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设定,考察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

Ifmarrip =π0+π1Sexracp +X'θ+εip (1)
其中,被解释变量Ifmarrip 为位于地级市p 的个体i的婚姻状况,已婚状态取1,未婚状态

取0,解释变量Sexracp 为微观个体所在地级市p 中其所在年龄段c的男女性别比情况,X'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εip 为随机扰动项。回归在

地级市层面进行聚类分析。
表4面板A第(1)列报告了人口性别比对适婚年龄人口是否在婚的影响,结果显示,

人口性别比上升导致适婚年龄人口结婚概率显著下降,性别比每上升0.5,适婚年龄人口

的结婚概率显著下降0.09个百分点,且该系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在性别比失衡情况下,男性作为数量过剩的一方面临着更大的婚姻竞争压力,而女性在婚

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上升(Yao,2016;王临风等,2018)。因此,性别比失衡与婚姻的关系

在不同性别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分别考察性别比失衡对不同性别适婚年

龄人口婚姻的影响。表4面板A第(2)列报告了适婚年龄男性样本的结果,结果显示,性
别比失衡对适婚年龄男性结婚的概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性别比每上升0.5,适婚年龄男

性的结婚概率显著下降了0.125个百分点,该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表4
面板A第(3)列报告了适婚年龄女性样本的结果,显示性别比失衡现象对适婚年龄女性的

结婚概率也有负面的影响,但系数和统计显著性都小于适婚年龄男性。这可能是因为适

婚年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因此择偶时间更加宽裕,这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女性结婚的概率。
此外,我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更为落后的农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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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男性面临着更严峻的婚姻市场

竞争(Meng
 

and
 

Zhao,2019)。为了探讨不同户籍背景的适婚年龄人群受性别比失衡影响

而表现出的婚姻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了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进行分析。表4
面板A第(4)列和第(5)列分别报告了城市和农村样本的结果,结果显示性别比失衡显著

降低了农村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概率,而该效应在城市人口样本中并不明显。从系数来

看,性别比每上升0.5,农村适婚年龄人口结婚概率会显著下降0.085个百分点,且该系数

估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4 性别比失衡对人口结婚结婚概率与初婚年龄的影响

面板A

结婚与否(结婚=1
 

未婚=0)

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1) (2) (3) (4) (5)

性别比
-0.181*** -0.250** -0.089* -0.234 -0.169***

(0.057) (0.097) (0.048) (0.153) (0.054)

观测样本量 11695 5402 6293 3077 8618

R2 0.111 0.126 0.085 0.146 0.087

面板B

初婚年龄

全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1) (2) (3) (4) (5)

性别比
1.085 2.353** -0.140 -0.652 1.732*

(0.859) (1.089) (0.872) (1.385) (0.928)

观测样本量 9526 4439 5087 2662 6864

R2 0.124 0.079 0.091 0.104 0.072

  注: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性别、年龄、户籍性质、民族、受教育水平、个人总收入、抽烟习惯、喝酒习惯等变量,限于篇

幅,控制变量系数未报告。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

显著。

人口的初婚年龄是婚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人口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结婚概率下降

可能导致人口等待结婚的时间延长,进而影响人口的初婚年龄。为了考察人口性别比失

衡与结婚年龄的关系,本文将方程(1)的被解释变量设置为人口初婚年龄进行分析。表4
面板B报告了相关结果,结果显示性别比失衡加剧会使得适婚年龄男性的初婚年龄显著

上升,性别比上升0.5,适婚年龄男性初婚年龄显著上升约1岁,且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

平上统计显著。同时,该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村适婚年龄群体中,第(5)列结果显示,性别比

上升0.5,农村适婚群体初婚年龄显著上升约半岁。总体而言,人口性别比失衡会使得适

婚年龄人口结婚概率下降,初婚年龄上升,男性和农村人口是首当其冲的受影响对象。

3 婚姻与健康

3.1 婚姻与健康

  本文将人口所在地级市其所属年龄段的性别比作为其结婚与否的工具变量,以方程

(1)为第一阶段估计,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TSLS)估计是否结婚对健康的影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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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估计方程如下:

Healthip =α0+α1Ifmarrip +X'θ+μip (2)

其中,被解释变量Healthip 为位于地级市p 的个体i的健康表现,包括精神健康和自评健

康两个方面。精神健康由抑郁情绪变量衡量,该变量为虚拟变量,抑郁情绪高取1,抑郁情

绪低取0;自评健康由个体自评健康变量衡量,健康取1,不健康取0。解释变量Ifmarrip 为

位于地级市p 的个体i的婚姻状况,已婚状态取1,未婚状态取0。方程(1)中的解释变量

Sexracp 是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代表微观个体所在地级市p 中其所在年龄段c的男女性

别比情况。同样地,方程(2)控制了一组控制变量X',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等

个人特征,μip 为随机扰动项,回归在地级市层面进行聚类分析。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估

计,本文将得到人口婚姻状况对其健康水平影响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Treatment
 

Effect,LATE),表现在系数α1 上。
表5的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简约型(Reduced-form)方程结果,第(1)列结果显

示,性别比失衡加剧会使得人口的抑郁情绪显著上升,性别比上升0.5,人口出现抑郁情绪

的概率上升约0.13,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第(2)列结果显示,性别比情况

与人口的自评健康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系。表5的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工具变量

估计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在性别比失衡加剧的背景下,未婚人口相较于已婚人口出现抑

郁情绪的概率显著上升,但两者的自评健康没有显著的差异。从系数来看,未婚人口比已

婚人口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显著上升了约1.48倍,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联系前文的发现,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为:性别比失衡下,适婚年龄人口结婚的概率下降,
一方面,男性在婚姻市场中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花费更多精力甄选配

偶;另一方面,人口缺失稳定的家庭陪伴、照料,这些事实都可能影响人们的精神健康。

表5 性别比失衡下人口婚姻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影响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1) (2) (3) (4)

性别比
0.272** 0.029

(0.121) (0.069)

是否结婚
-1.472** -0.112

(0.740) (0.384)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 — 28.241 28.241

Kleibergen-Paap
 

rk
 

F
 

统计量 — — 10.030 10.030

观测样本量 11781 11781 11695 11695

  注: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工具变量有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相关性,工具变量应与解释变量相关;(2)外生性,
工具变量与扰动项无关。关于相关性条件,表4第(3)列和第(4)列报告的弱工具变量检验结

果显示,工具变量的F统计量均超过了10,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关于外生性条件,本文

尽可能控制了婚姻以外可能会受性别比失衡影响的因素,例如教育水平、收入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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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婚姻与健康:
 

异质性效应

婚姻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对不同年龄段的成年人来说是不同的(Pandey,2008),大
龄未婚人口长期处于未婚无陪伴的状态且面临着更大的结婚年龄劣势,这部分人口可能

更容易陷入焦虑。为了考察人口婚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是否会随着人口年龄的上升而

变化,本文将人口样本划分为25~34岁和35~45岁进行了相应回归分析。表6报告了样

本划分的结果,前4列和后4列分别展示了人口性别比失衡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精神健康和

自评健康的影响结果。结果显示,未婚对人口健康的负面影响只表现在大龄人口样本中,
且主要影响到了大龄人口的精神健康。第(1)~(2)列报告了简约型方程的估计结果,性
别比失衡加剧会使得大龄人口的抑郁情绪显著上升,性别比上升0.5,大龄人口出现抑郁

情绪的概率上升约0.15。第(3)~(4)列报告了IV估计的结果,在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
大龄未婚人口比大龄成婚人口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上升了约1.64倍。在更年轻的人口

样本中,不论精神健康还是自评健康,未婚人口与已婚人口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表6的结果说明,由于性别比失衡引起的“婚姻焦虑”会随着人口年龄的上升而变大。

表6 性别比失衡下人口婚姻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分年龄段)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25~34岁 35~45岁 25~34岁 35~45岁 25~34岁 35~45岁 25~34岁 35~45岁

(1) (2) (3) (4) (5) (6) (7) (8)

性别比
0.213 0.295** 0.012 0.049

(0.141) (0.147) (0.058) (0.094)

是否结婚
-1.037 -1.641* 0.091 -0.228

(0.809) (0.861) (0.327) (0.506)

观测样本量 4300 7481 4292 7403 4300 7481 4292 7403

  注: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成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男性而言,收入水平偏低会使其在

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不足,受到更严重的“婚姻挤压”(韦艳和张力,2011)。在性别比失衡

的背景下,结婚压力可能会对低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产生更大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分

别考察人口婚姻状况对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潜在不同影响。具体而言,
本文基于“个人总收入”变量划分样本,将高于均值的样本定义为高收入人口,低于均值的

样本定义为低收入人口。表7报告了分收入水平的结果,结果显示,未婚对高收入人口的

健康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对低收入人口的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主要表现在精神健康

方面。第(1)~(2)列为简约式估计结果,对于低收入人口,性别比上升0.5,该部分人口陷

入抑郁情绪的概率会显著上升0.19。第(3)~(4)列展示了IV估计结果,在性别比失衡背

景下,低收入未婚人口比已婚人口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显著上升了1.96倍。表7的结果

证明,低收入人群会因性别比失衡加剧而面临更大的精神健康压力。
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人口性别比失衡加剧主要影响了农村适婚年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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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婚概率和结婚年龄。因此,农村地区的未婚人口在性别比失衡下可能面临着更大的

健康压力。为了探讨这个异质性表现,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进

行了回归分析。表8报告了分城乡样本的结果,结果显示,未婚对人口健康的负面影响主

要表现在农村样本中,且仍然只对人口的精神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第(1)~(2)列结果

为简约式估计结果,在农村样本中,性别比上升0.5,人口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会显著上升

约0.135。第(3)~(4)列展示了IV估计结果,性别比失衡背景下,农村未婚人口比已婚人

口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显著上升了1.58倍。在城市样本中,不论精神健康还是自评健

康,未婚人口与已婚人口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表7 性别比失衡下人口婚姻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分收入水平)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收入高 收入低 收入高 收入低 收入高 收入低 收入高 收入低

(1) (2) (3) (4) (5) (6) (7) (8)

性别比
0.209 0.383*** 0.080 -0.009

(0.142) (0.138) (0.098) (0.049)

是否结婚
-0.139 -1.961* -0.522 0.156

(1.034) (1.051) (0.664) (0.280)

观测样本量 7488 4293 7420 4275 7488 4293 7420 4275

  注: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8 性别比失衡下人口婚姻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分城乡)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1) (2) (3) (4) (5) (6) (7) (8)

性别比
0.307 0.271* -0.135 0.080

(0.197) (0.140) (0.099) (0.086)

是否结婚
-1.270 -1.586* 0.671 -0.451

(1.120) (0.870) (0.564) (0.494)

观测样本量 3092 8689 3077 8618 3092 8689 3077 8618

  注: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结合前文性别比失衡下未婚对人口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随着年龄而增大的发现,本
文进一步关注农村大龄未婚人口在本文背景下的处境。表9报告了农村样本分25~34岁

和35~45岁两个年龄段进行回归的结果。第(4)列结果显示,农村大龄未婚人口比已婚

人口陷入抑郁情绪的概率显著高了约2倍,且系数高于单纯考虑农村样本或单纯考虑大

龄样本的表现。总结结果来看,农村地区大龄人口是性别比失衡现状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除了大龄人口结婚劣势,农村大龄人口还面临着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婚姻市场更

为局限的问题,这些因素显著增加了其结婚的难度,从而加剧了其陷入抑郁情绪的风险。



第4期 张杭 张川川:
 

婚姻挤压与人口健康 153  

表9 性别比失衡下人口婚姻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农村分年龄段)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25~34岁 35~45岁 25~34岁 35~45岁 25~34岁 35~45岁 25~34岁 35~45岁

(1) (2) (3) (4) (5) (6) (7) (8)

性别比
0.182 0.306* 0.052 0.092

(0.164) (0.169) (0.065) (0.117)

是否结婚
-0.858 -2.000* -0.207 -0.605

(0.831) (1.140) (0.304) (0.755)

观测样本量 2998 5691 2990 5628 2998 5691 2990 5628

  注: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 稳健性检验

4.1 增加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

  本文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前文中,为了满足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要求,本文在基准分析中控制了一系列除婚姻以外可能会受性别比失衡影响的个

体因素。不过,除了微观个体因素以外,城市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可能影响到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为了排除城市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对识别的潜在干扰,在这一部分本文进一

步增加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地区性别比情况可能与当地经济

发展表现、人口失业情况以及产业结构相关,同时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到人口的健康表

现,本文选择了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地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取对数)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市劳动力比重等变量加以控制。表10报告了回归结

果,结果发现性别比失衡下未婚对人口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且系数结果与表5
展示的基准结果相似,说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表10的结果减少了本文关于工具变量

外生性不足影响识别结果的担忧。

表10 稳健性检验1(增加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1) (2) (3) (4)

性别比
0.228* -0.023
(0.132) (0.074)

是否结婚
-1.537* 0.205
(0.930) (0.565)

观测样本量 10510 10510 10440 10440

  注:在前文设置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地
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取对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全市劳动力比重,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2 扩宽衡量性别比的年龄段

在前文结果中,本文使用人口在地级市所属5岁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作为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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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婚姻状况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估计。为了检验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衡量

性别比的年龄段拓宽到10岁进行分析。表11汇报了对应的结果,结果仍然显示,由人口

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结婚概率下降导致未婚人口相较于已婚人口出现抑郁情绪的概率上

升,但两者的自评健康没有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在拓宽衡量性别比的年龄段后仍然

保持了稳健。

表11 稳健性检验2(拓宽衡量性别比的年龄段)

简化式估计 二阶段估计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抑郁情绪 自评健康

(1) (2) (3) (4)

性别比
0.288** 0.016
(0.122) (0.070)

是否结婚
-1.349** -0.042
(0.647) (0.337)

观测样本量 11781 11781 11695 11695

  注:括号中为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5 结论和政策含义

我国是典型的“普婚制”社会,婚姻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
健康是受婚姻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文献关于婚姻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

泛讨论,但结论仍然存在争议,且来自中国的经验较少。在性别比失衡加剧影响婚姻市场

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的CFPS调查统计微观数据,首先从经验上检验了人口性别比失

衡对适婚年龄人口婚姻的影响,再进一步分析了适婚年龄人口婚姻状况对其精神健康、自
评健康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比失衡显著降低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概率,
推后了其结婚年龄,受影响最大的是男性和农村人口。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将人口所属地

级市其年龄段的性别比作为工具变量,考察了适婚年龄人口婚姻状况与其健康表现之间

的关系。结果显示,在性别比失衡导致适婚年龄人口结婚概率下降的背景下,未婚人口相

较于已婚人口出现抑郁情绪的概率更高,但两者的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差异。该效应主要

发生在大龄人口与农村人口中,且农村地区的大龄人口是受未婚状态影响最大的群体。
本文的结果验证了婚姻对人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凸显了人口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

婚姻挤压对未婚人群精神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重视未

婚人口精神健康问题,加强精神卫生服务的投入力度,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对重点人群

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干预;其次,推动减少文化偏见,削弱来自传统文化中对大龄未婚、失
婚人口的社会歧视,尽力缓解传统文化氛围对此类人群的心理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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